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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中期秦巴山区玉米种植及其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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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清中期,玉米作为一种新粮食作物,在秦巴山区的引进和广泛种植,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原有的

生产与生活模式。玉米以其环境适应性强、产量高、用途广等优点,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来此垦种,使秦巴山区

民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较大改观,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,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封闭状态。但因人口过度增长所

产生的粮食压力,又使秦巴山区遭到破坏性开垦,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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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如《汉书》卷四十三《郦食其传》所言:“王者以

民为天,而民以食为天”,粮食是民众安身立命的基

础,也是一个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。王朝合法性的

维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为臣民提供粮食保障的能

力上。人口与粮食是一对既相辅相成,又相反相成

的矛盾体,粮食的生产保障着人口的增长,人口的增

长也可以推动粮食的生产。总体而言,人口增长与

粮食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默契的平衡,但在某

些历史时期,两者并非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。清代

经过“康乾盛世”时代的休养生息,生齿日益繁庶,人
口数量由清初的七八千万迅速增加到三亿以上,呈
现出翻倍增长之势,粮食需求量也随之大增。加之

清代国家机器运转,以及清中期以来日益严峻的外

患内忧问题处理上也需要大量粮食,这直接促成了

清中叶的粮食危机。解决粮食危机问题,除却在耕

地面积、人力、水肥、田间管理等方面的加大投入,以
促成粮食产量增长的传统手段外,引进和推广具有

某些生物性能优势的作物新种类,也能在很大程度

上解决这一危机。清代中叶以来,玉米在秦巴山区

的广泛种植即是一显著案例。玉米种植的大面积推

广,对秦巴山区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大

影响。

  一、玉米的引进

  地理大发现使原产美洲的玉米于明中后期传入

中国,并很快受国人青睐。玉米在中国各地有很多

俗名,如因其形态被叫做包谷、玉黍、陆谷、玉高粱、
御米、番麦、玉黍、棒子、珍珠米等,因其重要地位而

被叫作“六谷”,如清代学者章学诚云:“包谷一名玉

米,一名六谷,谓合五谷而六也。”[1]中国传统粮食作

物的主体是由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组成的“五谷”,它们

在历代各类农书、政书以及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,备
受礼赞。然至明中叶,玉米作为一种外来新作物引

入后,很快就打破了中国以往的粮食作物种植格局,
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,同时也改变

了中国社会既有的饮食以及农作方式。这一现象引

起了当时很多学者的关注,他们纷纷将玉米写入自

己的著作之中。如明代人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、徐光

启《农政全书》、王象晋《群芳谱》等著作中均记载了

玉米。对于玉米的形态,清人包世臣《齐民四术》则
描述很生动,他说:“其形似芦稷而秆较肥矮,六月开

花成穗如芦叶,心别出苞,外垂白须,内结谷,攒簇成

穑。”[2]玉米最初在福建、广东一带种植,以后随着闽

粤人口迁徙以及官方的推广,而向江西、湖南传递。
至清朝乾隆年间,随着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潮,原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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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南沿海省份种植的玉米,也随着移民流动的路

线而传播开来。川、陕、湖交界地带的秦巴山区,作
为这一时期移民的重要迁入地,也随移民的到来而

引入了玉米,并迅速扩展起来,短短数十年间就成为

山民竞相种植的主要作物。
秦巴山区南麓中低海拔处土壤水分多,空气湿

度大,菌源量大,最易引发小麦锈霉病,故种植风险

大;较高海拔之处又因土地贫瘠,地势陡峻,不宜种

植小麦。山区河谷地带虽可以栽植水稻,但却受制

于由地形、光照、热量等特有的山间局域气候,种植

规模较小。山内其他较高海拔的地方,因坡度大难

以平整,也不便实施灌溉,则更不宜种植水稻。在清

中叶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,秦巴山区绝大部分的土

地因为小麦、水稻等传统农作物不宜生长,而较少被

开发,人烟稀少。这种封闭宁谧的状态自玉米等作

物引入后,被彻底打破。与水稻、小麦、豆类等其他

传统作物相比,玉米对生长条件要求比较宽松,“生
地、瓦砾、山场皆可植,其嵌石罅,尤耐旱,宜勤锄,不
须厚粪。”“既种,惟需雨以俟其长,别无雍培。”正因

为如此,人们才认为山区最宜种植玉米,“收成至盛,
工本轻,为旱种之最。”[2]除此之外,秦巴山区较高海

拔之处,常多阴雨,即晴霁亦有蒙雾,每至盛夏,此必

有数处下雹,大或盈拳,小如弹丸,常将作物打倒,若
是其他杂粮,必致减产甚至绝收,但对于玉米而言,
若非成熟之时,冰雹过后,山农扶培,尚可吐穗结实。

同属秦巴山区的川、陕、湖三省交界之处,地形、
地貌、气候等自然条件,都极为相似。“三省相连各

境,兴安七属,仅汉阴产稻,而商州之镇安、山阳、商
南、洛南,西安之孝义、宁陕,郧阳之竹山,宜昌之兴

山,山坡硗确,绝少稻田。”[3]这些原先不宜种稻而被

大量闲置的地块,在玉米引进后就很快被利用起来。
秦岭南麓诸县,“留、凤、宁、略、定、洋,均以包谷、杂
粮为正庄稼。”[3]四川自雍乾大移民引入玉米后,最
初种植于川东、川南等移民最早涌入的地方,不久就

漫及全川,成为川民种植最广的农作物。对于这种

陌生的农作物,人们于“古无征,今遍种矣。……《云
南志》曰 玉 麦,陕、蜀、黔、湖 皆 曰 苞 谷,山 氓 以

为命。”[4]

玉米自引进秦巴山区后很快成为这一地区主要

作物的史事,也可以从清代的公文中反映出来。在

乾隆至嘉庆初期,川、陕、湖三省大员就本省农情上

朝廷的奏折中,提到的农作物还是二麦、水稻,罕提

玉米,但至嘉庆十年前后,奏折中就频频提及玉米。

以陕西省为例,如嘉庆十四年陕西巡抚朱勋上朝廷

的奏折中,提到“兴安、汉中、商州等处,高阜山地俱

种包谷。”[5]嘉庆十七年,陕西巡抚董教增奏折云:
“陕省……南山内向多外来贫民,开垦荒地,以种植

包谷为生。”[5]嘉庆二十年,再次出任陕西巡抚朱勋

称,“南山一带,高山阴坡所种包谷收获较迟。”[5]道
光三年,陕西巡抚卢坤奏折云:“山(指秦岭)阳坡包

谷于未雨之先业经成熟摘收,其老林阴坡收成较晚,
籽粒虽未能一律饱绽,亦尚不致青空。”[5]说明玉米

在嘉庆初期,短短数十年就迅速占据了秦巴山区大

片田地。嘉庆年间,陕西汉中知府严如煜则亲眼见

证了这一过程,其著作中记载:“数十年前,山内秋收

以粟榖为大庄,粟利不及苞谷,近日遍山曼谷皆苞

谷。……夏收视麦,秋成视苞谷,以其厚薄定岁丰

歉。”[3]再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,湖北巡抚陈辉祖的

奏折称:“宜昌以西岭峻山深,民多错居岩嶂,种植包

谷为生。……因山土最宜包谷,旱潦无虞,布种易而

收获丰,是以远近趋赴。凡山头地角垦辟无遗,生计

颇饶。”[5]这些封疆大吏的奏折从各省全局角度上,
很直观地反映出了自乾隆中期以来玉米种植的广泛

程度。
秦岭以南的各州县地方志也对当时的玉米种植

热潮有生动地记载,如陕西南郑县境内,“汉江以南

亦系平原,称南坝,多系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处,外来

客民佃地开垦。……南坝山地、高阜、低坡,皆种包

谷。”僻处南山地连陇蜀的略阳县,则“东南尽包谷,
东北栈坝、黑河,多川、湖客民,黑河两岸稍平衍之

处,虽作堰开田,种植稻谷,而总以包谷为主。”僻处

汉中府西南角的宁羌县,自先秦以来就世代居住的

羌、氐等少数民族民众,因“地瘠民贫,历来专务秋

禾,而鲜种夏麦,往往平田种稻禾,山坡种包谷。平

田少 而 山 坡 广,故 城 市 或 食 稻 谷,乡 村 多 食 包

谷。……夫山内之所以少种麦者,盖平素喜食包米,
而面食未惯故耳。”[6]秦岭南麓的留坝县虽然五谷皆

种,但总体上看,“以玉黍、荞麦为最,稻菽次之。”[7]

光绪年间,秦岭腹地的洋县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

坡尽种包谷、麻豆,间亦种大小二麦。湖北建始县,
“巨阜危峰,一望皆包谷也。”[8]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

四川巫山县兔耳坪,以“地极高寒,不产稻,农民惟种

玉麦,岁获数千石。”[9]由于玉米种植规模的扩大,秦
巴山区旱地作物基本上形成了,“夏收视麦,秋成视

苞谷”的格局。
玉米在秦巴山区大量种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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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玉米单产高,符合人们优先追求粮食高产的需

要。这集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,一方面,玉米的单产

量比传统的“五谷”要高。在人多粮少的时期,相比

于农作物产品的营养口感等因素而言,农作物的高

产是首要考虑因素。玉米的高产一方面源于其自身

的生物优势。玉米秆“高至一丈许,株常二三包,上
收之岁,一包结实千粒,中岁每包亦五六百粒,种一

收千,其利甚大。”另一方面,玉米可多样化种植的模

式适应秦巴山地的多种地形。人们在种植玉米时,
为了提高地块的效益,采用了很多方式。一种是植

株高低不同作物间的套种。由于玉米植株较高,可
与豆类等植株较低作物合理套种,而相互不会在光

热接受上有较大影响。还有一种是玉米对零星小块

土地的灵活利用性强。秦巴山区少平地,人们要想

选择坡度、远近、湿热等条件合适的地块开垦颇不

易,因此需要高效利用土地。清代紫阳县民众将玉

米点种于田间地头,山内茶园的地坎、地边。四川通

江县居民也在茶树下套植玉米,其利颇饶。山区不

同地段海拔高度、地段地势以及日光向背影响,玉米

收成也大不一样。民众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每年收

获的基本数量,则尽可能地广泛种植,即“苞谷种平

原山沟者六月底可摘食,低山熟以八九月,高山之熟

则在十月。……岁潦则望低山之收,岁旱则资高山

之熟。”[3]这种情形正如当时民谣所唱,“山有阴阳,
气分寒燠,阳坡涝登,阴坡旱熟,雨旸时若,丰收包

谷。”[10]还有的地方种植了不同品种的玉米,如四川

通江县所种玉米按其籽实状貌,有大黄苞、大白苞、
野鸡啄、秆子黄、乌花颗、七姊妹、百日草、二番早、马
芽苞、小黄苞、小白苞、红苞果。若按其生长期及生

长性能,则“有名百日早、百日黄、二番早者、一茎成

一苞,或二三苞者,视地之肥硗,年之丰歉。”[11]再如

陕西紫阳县高山悉种包谷,有迟、早二种,考虑到势

难一律普收,民众抱持此时不收彼时收、此处不收彼

处收的心态,大范围种植二种成熟期不同的玉米,以
使每年的基本收成有所保障。

其次,玉米的用途广。玉米作为山民口粮可有

多种食用方法,可不经粉碎直接蒸煮食用,“初熟时

曰包谷棒,穷民连包煮食,或摘子炒食。”可碎为颗

粒,“作馍、作干饭与稻米同。山民言包谷米耐饥,胜
于甜饭(米饭)也。”可研粉为粢,以粉揉之入汤成饼

或团子。可以酿酒,“用包谷蒸酒,包谷难化,采药作

曲,药性最烈,和蒸米七日成酒,名曰七日红,饮少辄

醉。”[12]可作为牲畜饲料,玉米由于“其汁浓厚,饲猪

易肥,肩挑舟运,达于四境。”[11]因此,“山中多包谷

之家,取包谷煮酒,其糟喂猪,一户喂猪十余口,卖之

客贩,或赶赴市集,所得青蚨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

之用。”[12]这些巧妙的能量转化,使玉米转化为畜

力、肉、奶、蛋,等能量级别更高的食材,也扩大了玉

米的使用范围。除了籽粒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外,
玉米茎秆味甘似蔗,人可啖,还可作为绿肥和柴薪。
总体而言,玉米的用处正如清人吴其浚总结的那样,
“酿酒磨粉,用均米麦,瓤煮以饲豕,秆干以供炊,无
弃物。”[4]可谓全身尽宝。

事实上,玉米倍受青睐还有除上述之外的其他

诸多原因。乾隆年间,陕北延长县知县王崇礼为了

劝谕民众引种玉米,分析了秦巴山区大规模种植玉

米的原因后,将其集中归结为“十便五利”。具体来

说,“十便”表现为:玉米自二月至四月皆可种,而不

必迸日赶耕致穷农力;苗宜疏散,除用力也不致促

密受伤;吐穗带苞批缨,纵狂风急雨也无碍;结实成

熟后可俟各谷登场后再收,而不必担心籽粒黄落;籽
粒坚附穗心,不剥不下,易于携挑;收获后堆放方便,
不需板廒土瓮;到场脱粒不用筛扬;食用方便,可舂

可碾,可作米面,可直接煮煨;远途携带可作干粮,冷
亦可食;“五利”表现为:“每根每枝可结四五穗,每穗

可结实数百粒,所获自多,其利一也;宜作饭糯,可酿

酒,可蒸馍,食之易饱,其利二也;粒无粗皮,比他谷

糠皮较细,每斗可碾面八九升,余麸一二升,煮喂牲

畜,尤易肥长,其利三也;单煮固可饱粲,若以粉伴麦

面、米伴稻粱,煮食尤美,其利四也;秸秆可作柴薪,
也可垫桥铺屋,其利五也。惟不耐久贮,即舂碾不可

过多,为不及他耳。”[13]“十便”是玉米作为新型农作

物在种植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势,而“五利”则诠释

了玉米作为粮食所表现出来的多用型。

  二、玉米种植对地方社会的影响

  玉米被引入秦巴山区后,在很短时间内就以其

显著的生物优势,被视作治荒之第一要物而广泛种

植。如陕南的镇安、山阳寸趾皆山,绝少水利,商南、
洛南间有水田,然亦不多,故商州自本州而外,属城

四邑民众,食皆以玉米及杂粮为主。定远厅(今陕西

镇巴县)各地所积之谷,玉米多而稻谷少。光绪年

间,秦岭深处的凤县,“尤多包谷及黍、粟,皆民生日

用所需。”[14]陕西石泉南城一带,“山民全资包谷杂

粮。”[3]商州“自本州而外,属城四邑,民食皆以包谷

杂粮为正庄稼。”兴安府洵阳县客民大量种植玉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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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岁稔时,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,市斗较仓斗一倍有

奇。中人日食需钱数文,即无饥矣。故熙熙融融皆

为包谷而来也。”[10]实际上,不独秦岭南麓如此,就
连秦岭北麓腹地的陕西华州也是如此。华州自乾隆

年间玉米引进后的数十年,川广游民沓来纷至,租山

垦地,伐木砍柴,广泛播种玉米,使这一地狭人稀之

地快速成为人口众多、五方杂处之区。秦巴山区特

殊的自然条件使玉米很快成为农作物之大宗,山区

民众以往主食麦、豆,饮食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

化,玉米成了人们的“半年粮”。正如道光《石泉县

志》所说“三农生九谷,山内不然。”镇安县山多地少,
“高坡旱地,惟此为宜,”[15]故玉米种植面积也最大,
乃至成为晚清时期镇安县的民食大宗,这样不但保

证了岁歉时也足供自食,而且可在年丰时驮运至湖

北咸宁销售,或者换作食盐驮入山内。
在湖北,“郧阳亦属崇山峻岭,平畴水田十具一

二,山农所恃以为餮飨者,麦也、荞也、粟也,总以玉

黍为主。”[3]来凤县田少山多,男女终岁勤动,县内凡

“山可垦处,伐木烧畲,种植杂粮,悬崖峭壁皆满,而
包谷尤多。”[16]这种作物种植结构,也使该县山区民

众并不常食稻米,而是以包谷、甘薯、荞麦为主食,居
住高山地带的乡人恃包谷为正粮,而居低山地带的

乡民则恃甘薯为正粮。湖北房县山大林深,民所种

诸多作物受自然条件所限,力倍而功半。乾隆朝以

前县民甚至不知玉米为何物,但“自乾隆十七年大收

数岁,山农恃为命,家家种植。七八月晴暖则倍收,
山乡甚赖其利,间或歉收,即合邑粮价为之增贵。”与
之相应的是,“民食以包谷杂粮为主,与秦之南山无

异。”[17]建始县僻处万山之中,舟车难至,背负又艰

难,外来粮食接济的通道极为不便,该县民人“所食

者包谷也,洋芋也,次则蕨根,次则蒿艾也,食米者十

之一耳。”[8]对这一地区民生很熟悉的汉中知府严如

煜看到,湖北郧阳地属崇山峻岭,“平畴水田十居一

二,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,麦也、荞也、粟也,总以玉

黍为主,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,大约与

秦中南山风气相类。”同处这一地区的房县疆域最

广,“西南于兴山、巫山、大宁为邻,山大林深,民食以

包谷杂粮为主,与秦之南山无异。”[3]保康县山谷高

深,水田亦少,“下种百余石、数十石,所产稻谷仅足

供城市平坝之用,山农饔餐以包谷杂粮为主。”宜昌

府自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,湖南、江西一带的流民

大量涌入该地山区,垦种玉米,当地土人受其影响多

开山种植玉米,至同治年间所在皆有,该府乡民也开

始以玉米代替稻米作为主要口粮。
四川北部的太平、城口二县,“山大林深,天开一

井,常多阴雨,即晴霁亦有蒙雾,……盛夏之时,必有

数处下 雹,小 如 弹 丸,大 或 盈 拳,将 包 谷 杂 粮 打

倒。”[3]不过,若非玉米成熟之时,山农将其扶培之

后,尚可收获。地处秦岭南麓的广元山,大涧深,“山
农以包谷杂粮为重。”通江县“民食以早春荞、豆、麦,
秋稻、包谷为主。”[3]附近城市得食稻米,乡居多食包

谷,高山专以洋芋为粮。
玉米的广泛种植使以往林深谷邃,荒无人烟的

秦巴腹地成为外来棚民寓居的乐园,安徽、两湖、四
川无业贫民转徙垦荒,依亲傍友,日聚日多,峭岩邃

谷皆为民居。据汉中知府严如煜的估算,略阳所管

棚民户数至一万数千,凤县有三四千,勉县五六千,
留坝有二千余,两当、徽县亦盈千。棚民在低山种玉

米,高山种早荞、迟麦。早荞收五六月,麦收六七月,
玉米收九十月,这种合理间隔作物收获时间的种植

模式,为棚民在山区生存提供了基本上可以贯穿终

年的粮食保障。但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广种薄收和对

气候条件的高度依赖基础上的,一旦秋雨连绵,玉米

不收,则生存危机随之而来。如嘉庆十五、十六两

年,“包谷青空,搬去者十之二三,然通计尚三万余

户。”[18]再如嘉庆十八年,南山阴雨连绵,玉米歉收,
粮价上涨,秦岭北麓岐山县伐木工在收入难以糊口

的情况下,聚众起义。这些藏身秦巴山区的棚民居

住分散,大都是不受官府编籍掌控的流动人口,他们

大多无族群之联络,无诗书相启牗,性质椎鲁,好勇

轻生,防察难周,加之一些匪徒溷迹其中,以致劫掠

频闻。地方官遇有命盗重案,报验往返,动辄经询半

月,实有鞭长莫及之势。可以说,玉米的种植造成了

秦巴山区的流民聚集,也给官府就这一带基层社会

的治理提出了颇为棘手的难题。

  三、玉米种植对山区生态的破坏

  清代垦荒政策早在顺治朝就颁布实行了,彼时

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各地因开国战争而导致荒废的原

有农田,对开辟山林、滩涂等新垦农田的重视,则更

多表现地在康熙朝及以后。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垦始

于康熙年间,时任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,于秦巴山

区各边邑开荒种山,规模亦不甚大。清代至乾隆朝

中后期开始,人口增长迅速,而既有农田的面积和粮

食的单产却并未有相应的提高,于是出现了粮食供

应持续紧张,粮价长期居高不下,逐渐成为出现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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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危机局面的主要因素。清廷为解决这一问题,
采取了多种方法,其中以减免粮税的优惠政策鼓励

民众开垦荒山闲田,被认为是重要的题中之义。
清廷为推动秦巴山区的垦荒运动,以开垦新地

数量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,地方官也为

此多方面下力气。清初,这一地带的赋税很少,如
“四川之保宁、夔府,湖北之郧阳、宜昌各郡县,极多

不过三四千,小邑只数百数十两,缘国初定赋之时,
多系未开老林,故率从轻科。”[3]清初定赋人户荒凉,
原定之额不能符数,这些地方的土著民以纳课为难,
募客民佃种承赋。客民承纳之国课不过几钱几分,
领地却辄广数里,至离县冩远者,一纸执照之内跨山

踰岭,常数十里。再如乾隆五年,清廷特颁政策,鼓
励移民开垦山地,“四川所属,地处边徼,山多田少,
……山头地脚,间石杂砂之瘠地,不论顷亩,悉听开

垦,均免升科。”[19]乾隆六年七月,清廷令陕西地方

官员确查商州及所属地方,将尚未开垦的三万余亩

荒地一律开垦,甚至连很多山石榛莽之中的隙地也

纳入开垦范围内,并规定五亩以下不连片的丘陇永

不升科。这项极具吸引力的垦殖令,极大地调动了

民众的积极性,成为商州山区开发的政治推动力。
在朝廷政令的推动下,川陕交界原始森林地带,湖广

移民“熙熙融融,皆为苞谷而来。”[20]秦巴山区自然

生长的老林幅员辽阔,宜种玉米、荞麦、燕麦,而傜粮

又极微。客民给地主钱数串,即可租种数沟、数岭之

山地。江、广、黔、楚、川、陕之无业者,乔寓其中,以
数百万计。然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秦巴山区,又造

成了地方粮食供应的紧张,反过来导致已垦山地不

敷需用,要开垦更多的山地来生产粮食。以故人众

地狭之处除悬崖峭人力难及之处,和已经被官府标

样为柴薪处之外,其他山地被认为“皆宜开种”。嘉

庆四年,清廷在就白莲教起义之后秦巴山区无依流

民的善后安置问题商讨时,清仁宗甚至认为:“南山

内既有可耕之地,莫若将山内老林,量加砍伐,其地

亩既可拨给流民,自行垦种,而所伐材木,即可作为

建盖庐舍之用。”[21]

开山时,民众择稍平之地搭建棚屋,将山自尖以

下分为七、八层,五层以下被视为可开种地,就下层

开起,逐层整理为梯田。这种以毁坏山区原始植被

的粗放式垦殖方法,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。秦巴

山地以土石山为主,“山内土壤之性与平原迥殊,黄
壤杂白者,必兼沙。……多石之土,晴久坚于顽铁,
雨多则沙石各分。”[3]该地区又恰处夏秋集中降雨

区,故新开之地每遇大雨,山水发洪,刷土膏下流,基
本上在三年之后就不复可用。这正如严如煜所注意

到的那样,“自数十年来,老林开垦,山地挖松,每当

夏秋之时,山水暴涨,挟沙拥石而行,各江河身渐次

填高,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,非冲坏渠堤即壅塞渠

口。”[3]下游民常为疏浚渠道付出不菲之资,深以

为病。
山区的大规模开发,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自然

生态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影响。一方面,人类通过

自身努力,活动范围迅速扩大,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

展,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,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

了人口压力带来的生存困难。另一方面,过度的开

垦破坏了山区原有的生态系统,尤其表现在对“老
林”的砍伐和对草地的破坏上。严如煜《棚民叹》云
秦岭南麓的棚民,“远从楚黔蜀,来垦老林荒。……
年深叶成土,一年肥于肪。三年五载后,硗确铦刀

铓。况复今岁来,低山尽村庄。沟岔无馀土,但剩老

青冈。……玉黍两三尺,荞麦一尺强。……辛苦开

老林,垦荒仍无望。”[3]这首诗生动地说明了,开垦老

林的棚民在山区人口增多和良田久耕恶化的情况,
不得不向更高海拔的老林争土地,但因老林高寒并

不适宜种植玉米,民众徒破坏了森林系统却并未改

善自身的生存条件。森林和草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

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,尤其是山地林草系

统在降低地表径流量,加大雨水下渗上的作用,对地

表土壤巩固和山区气候的调解极为有利。开垦造成

的林草植被破坏,引起土壤涵养水分和调解土壤水

分的能力降低。秦巴山区属于季风气候影响区,“当
夏秋雨潦既江、山涨暴发,波涛之急,山民名之‘竹筒

水’。”[3]这种短期内集中降雨的气候使裸露的地表

水土流失,大量的表层肥壤被带走,山区土层变薄变

瘠,加剧恶化了山区农作物生长环境,最终导致粮食

减产歉收。
秦巴山区中低山地因为适合玉米种植,而成为

民众不谋而合的理想化开垦对象,然由此而带来的

一个不良后果是,在同一地块上长期玉米种植,造成

田地某些营养元素被过度吸收,地力快速下降。玉

米复种连作会导致土壤性状显著恶化,表现为有效

养分的比例失调,单一作物连作多年后其根系、叶
片、植物残体会造成土壤有毒物质的大量积累,有益

微生物减少、有害微生物增加,从而抑制作物的生长

和发育。这种单一连作的种植模式带来的负面效

应,迫使民众需要同时开垦数块山地轮耕,或者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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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地流动移垦,才能保障作物产量维持在某一适

合生存需要的水平上。所以,山民大多居无定所,今
年在此,明年在彼,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。如在洵

阳县,外来客民“今州属诸山既尽童矣,迁徙者北咸

宁,西西乡,亦不常厥居矣。”山区民众开辟新田种植

玉米,往往采用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之法,即直接用刀

镰将草木砍倒晒干后,再以烈火焚烧,获得肥壤。如

在洵阳县寓居的江楚客民,在县内山区砍伐林木搭

棚定居后,“诛茅定居,从土人租一荒山,名之曰稞

(课)。其初灌木林列,足下不能驻也,则芟夷而蕴崇

之法。先斩其卑植者,然后用高冈所伐之木击之使

下,其不能下者,则用薙氏火化之法,沃之使肥而已。
凡包谷既种,惟需雨,以俟其长。”清代流传于该县的

《包谷瑶》云:“包谷包谷,蜀黍维玉,天降嘉种,不择

硗确,陟彼高冈,林有朴嫩,镈赵其草,大焚其木,芟
夷蕴崇,火耕锄勵,土膏其动,耒艺包谷。”[10]这种做

法在最初阶段效果显著,玉米下种之后,无需过多培

护即可获颇丰收成,很快“川、陕、两湖凡山田皆种

之。”[4]宜昌府自改土归流后,大量未占山地被周边

民众视为利薮,常德、澧州等地民众纷纷入山垦殖。
宜昌府山内生长着大量老林,“老林初开,包谷不粪

而获,每市斗价值四十文,较官斗仅值二十文。迨耕

种日久,肥土为雨潦洗净,粪种亦不能多获者,往时

人烟辏集之处,今皆荒废。”[22]情况相似的鹤峰县亦

田少山多,“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,初垦时不粪自

肥,阅年既久,浮土为雨潦洗尽,佳壤尚可粪种,瘠处

终岁辛苦所获无几。”[23]

从清中期开始,客民大量迁入带来初居地周围

的田地紧张,促使人们为追求更大面积的玉米种植

和扩大自身的生活范围,大举向山区进军,不断地毁

林垦荒,挤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领地,与栖息于秦巴

山区的野生动物发生了冲突。如在湖北利川县,“当
秋获时,苦于猿,驱之不尽,多被狼藉,乡人放礟吹

筒,日夜逻守。向犹可以机械获之,猿性黠,今槪无

所用之。”[24]在陕西紫阳县,“高山所种有野鸡啄,苗
长一二尺许,结包谷至低,雉可啄食,故名。”[25]在宁

陕县,“居民全赖山粮户口,所种洋芋、包谷、大麦、麻
菽等谷物被野漫山,山中熊、豕、猬、獾、鼠、雀、野猪,
每乘昼阴黑夜,群窃咬食,蹂躏狼戾。虽各有号梆筒

角,不鸣鸟枪驱逐,猎户保卫,野兽终不畏人。”[26]上
述各县均为山区县,在清前期人口较少时,本不存在

野兽害民粮田之事,但在清中候期山民开垦面积的

扩张,人与野生动物的领地越来越多地重叠起来,两

者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。为了保护人的耕作安

全,野生动物的领地在一些地方的猎户组成的打虎

队、打狼队等组织的辅助之下,大为压缩。
道光年间,湖北建始县经过长期毁林开荒后,

“深林剪伐殆尽,巨阜危峰,一望皆包谷也。”[8]四川

太平县民众为了增加玉米种植面积,有一高山即有

一小田坝,邑内山多田少,稻收不过百分之一,民食

全赖玉米杂粮。至晚清时,客民不仅开垦了层叠不

穷的崇山峻岭,甚至连昔日穷谷巉岩之中的老林也

砍伐开垦。“老林初辟,土膏肥沃,所种包谷杂粮,收
成亦好,……耕种既久,挖松之土造山水冲洗,浸成

石骨,种粮亦为无收,”垦荒者则因“地力既薄,往往

转徙他处,将原地停空。……今岁住此,明年迁彼,
习以为常。”[3]晚清时期的华州贡生王志沂过凤县

时,目睹眼前已被开垦得面目全非的山林,写了《栈
道山田诗》,其中有云:“在营山田未辟时,处处烟峦

皆奇幻。伐木焚林数十年,山川顿使失真面。山林

笑我来何迟,我笑山林较我痴。神力不如人力好,对
景徘徊空叹息。”[27]该县所辟山田主要为种植玉米

及其他作物所需。这形象地说明了棚民盲目开荒造

成的生态灾难。
客民在山势深竣之处租场斫柴,翻掘根株,种植

包谷,致使土石松浮,一遇山水陡发,泥沙随水冲入

河流,导致下游水道淤塞,濒河堤岸多被冲决,淹浸

田禾,大为农人之害。如秦岭腹地的洋县种植玉米

颇多,过渡开垦造成灌溉农田的堰,常常被山地下泄

的泥沙所填埋,“夏月山水暴涨,每有冲决之患,是在

守土者随时修理,推沙筑石,分门设闸,视水之消长

以随时启闭,方可无患。”[28]不仅是农田、水利设施

被泥沙冲毁,甚至连城镇也遭到泥沙壅塞。如道光

十五年,大面积开山种植玉米的西乡县就遭受了此

种灾祸。在该县官绅事后所立的一通善后碑石中,
有云:“时曩时岸高河低,去城稍远,民不知有水患,
近因林菁开垦,沙泥壅塞,水势亦漫卫无定,逼近城

垣。壬辰秋,大雨浃旬,波涛汹涌,冲塌南关房屋无

算。嗣是渐冲渐圮,水涨河溢,街道几为河道。”[29]

这些碑文也反思了其中的教训。道光十七年,湖广

总督林则徐为解决湖北境内越来越严重的水患问

题,从襄阳乘船溯江而上作实际考察。他发现陕西

南山及湖北郧阳上游,“深山老林,尽行开垦,栽种包

谷”,而沿途河道淤塞严重。分析其中的原因,他认

为:“襄河河底从前皆深数尺,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

北之郧阳上游,深山老林尽行开垦,栽种包谷,山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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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掘日松,遇有发水,泥沙随下,以致节年淤垫,自汉

阳至襄阳,愈上而河愈浅,”致使“道光元年至今,襄
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。”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

于,“凡有此等地亩,务须查明界址,分别划除,永禁

侵垦。”[30]道光年间,著名学者梅曾亮就发现,“未开

之山,土坚石固,草树茂密,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,每
天雨从树至叶,从叶至土石,历石罅滴沥成泉。其下

水也缓,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。水缓故低田受之不

为灾,而半月不雨高田又受其侵溉。今以斧斤童其

山而以锄犁疏其土,一雨未毕,沙石随下奔流注壑,
涧中皆添污不可贮水,毕至洼田中乃止。及洼田竭,
而山田之水无继者。……是为开不毛之土,而病有

谷之田;利无税之佣,而瘠有税之户也。”[31]这真可

谓农之利在玉米,而害亦在玉米。连道光帝也认识

到,“开种包谷,翻掘山土,以致每遇大雨,砂砾尽随

流水,”“实为地方之害。”[32]一些地方开始着手禁止

盲目垦荒种植玉米,如光绪年间定瞻厅,“包谷亦出,
然前禁不准种者也。”[33]然这类禁垦政策多是出于

种种其他原因,如保护地脉风水、维护地方治安、平
息林权纠纷、保护城池等,真正能在事态发展早期就

有生态保育卓见的官员,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
  四、余 论

  应该承认的是,玉米并非清中期以来民众秦巴

山区开发过程中唯一的农作物,因为这一时期的甘

薯、马铃薯等同样被官方视作重要的救荒作物而得

到了大面积推广,也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,但大量的

文献所反映出玉米是山区治荒首要作物,却也属不

争的事实。作为适应性较强的外来高产农作物,玉
米在解决清代中期以来的粮食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替

代的作用。玉米在秦巴山区大面积地推广,也使秦

巴腹地得到了有效开发,使以往荒芜之地逐渐由变

作民生乐园。但也正是由于玉米为越来越多的外来

流民入山居住,以及从事林业开采提供了主要粮食

的保障,导致这一地区原本宁谧封闭的生态空间遭

到破坏,引发了水土流失以及汉江下游河床泥沙淤

积,而汉江向长江输送的泥沙,甚至严重危害到长江

中游湖北境内民众的生命财产。从上述玉米的引入

及传播过程中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,即玉

米在秦巴山区的种植,保障了这一地区人口的生存

和增长,但人口的过快增长又对粮食需求量提出了

更高要求,进而引起玉米在山区更大范围的垦种,从
而使山区原本平衡的生态条件遭到愈演愈烈的破

坏,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。以上史事再次证

明了,人口、粮食、环境三者,实际上处于相互关联的

统一体系之中,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自然而然地有

序,需在执政者的合理调度下,保持一个良性平衡状

态。遗憾的是,清廷在此问题上认识淡漠,最终给秦

巴山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埋下了祸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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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rnGrowthandItsInfluenceinQinBaMountainous
AreasduringMidQingDynasty

ZHAOYong-xiang
(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,ShaanxiUniversityofTechnology,

Hanzhong,Shaanxi,723001)

Abstract Asanewkindofgraincrop,theintroductionandextensivegrowthofcorninQinba
mountainousareasinmid-Qingdynasty,haslargelychangedthelocaloriginalmodeofproductionandli-
festyle.Withtheadvantagesofhighadaptabilitytotheenvironment,highyieldandwideuse,moreand
moreimmigrantswereattractedtoplantcorn,whichmadelocalpeople’slivelihoodobviouslyimprove,

promotedthedevelopmentofthisareaandbroketheclosedstateofthisarea.Butthegreatpressureof
graincausedbyexcessivepopulationgrowthhasledtoboththedestructionofQinbaMountainreclama-
tionandtheseriousecologicalproblems.

Keywords QingDynasty;Qinbamountainousarea;cornplanting;thelocalsociety;ecologicalen-
viron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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